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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
——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吕 晓 1,2,3，臧 涛 2,3，张全景 2,3

（1.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沈阳 110169；2.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日照 276826；

3. 日照市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建设重点实验室，日照 276826）

摘要：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

（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

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

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

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

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

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

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

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

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

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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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地合理流转、引导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多项法律法规及系列国家层面的农地流转政策陆续出台。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着力推动农地流转。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农地流转成为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显化农业资源价值的重要途径，在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农户是农地流转

与规模经营的参与主体和决策单元，对相关政策的认知及行为响应，关乎自身权益和农

地流转的实现程度[1,2]。

目前，关于如何促进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以及规模经营的适度性问题等均有大

量而深入的探索。宏观定性角度抑或微观定量角度的相关研究均表明，产权、社会保

障、资源禀赋、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农户个体特征、政策认知、生计分化等均会对农地流

转与规模经营的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3-5]。但目前基于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复合视角开展

的研究相对不足[6]。对于农户来说，无论是转出农地还是转入农地（规模经营），都是其

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户意愿对区域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具有根本性的影

响[7]，然而将农户意愿与行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系统性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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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较为缺乏。与此同时，农民的认知可能会导致制度政策的目标偏离和有效性减弱，进

而对规模经营的意愿与行为产生复杂影响[2,8,9]。因此，无论是基于农户主体的视角，还是

基于土地政策实施评估的视角，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行为响应研究均值得持续关

注。作为我国数量最大的土地利用微观主体和涉农政策对象，农户的政策综合认知、认

知差异及其对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等是理解政策作用机制、提升政策绩效的重要依

据。基于此，本文以粮食主产区、农业大省与经济大省——山东省为案例区，通过入户

访谈获取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 379份农户调查问卷，在对土地政策认知进行

综合量化的基础上，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分析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及其差异，以期为提升政策绩效、促进农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农户规模经营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10]，农户规模经营行为是个体认知、环境及其行为本身三

者交互的作用过程。其中，农户对土地政策、农业经营政策的认知以及个人的风险意识

等是分析个体认知的重要方面，资源禀赋及区位因素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环境因素。

农户在个体特征的基础上结合认知、环境因素产生是否实行规模经营的意愿，这些意愿

可能只是基于理想状态的初步考量，而若选择将意愿付之实践，则会更多地考虑现实情

形、评估行为风险，同样也会受个体认知、环境因素等直接影响，进而在多方因素交互

作用下形成是否转入农地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

同时，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意愿是影响行为最直接的因素[11]。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

思路[2,12]，计划行为理论同样适用本文的分析。农户的规模经营行为直接受到其规模经营

意愿的影响，而规模经营意愿又取决于其对经营利润的预期（行为态度）、对土地政策的

理解（主观规范）以及对实现规模经营难易的评价（知觉行为控制）等方面，三者共同

决定了农户规模经营意愿，进而影响规模经营行为。值得提出的是，已有较多研究[9,13,14]

表明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可能存在较大错误，即与法律赋权或社会认同不一致。这势必

会影响农户能否做出正确的规模经营行为预期与收益评估，进而对能否做出正确的农地

转入决策产生影响。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农户的规模经营决策受到预期利润变化的影

响，并根据相关政策、发展环境条件以及个人情况，选择适合的作物和实现规模经营的

方式，进而实现规模经营；而当农户决定不进行规模经营时，会在转出农地非农就业、

小农兼业或单纯从事农业之间做出选择（图1）。

1.2 研究方法

1.2.1 模型选择

规模经营的实现由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和规模经营行为两部分组成，两者是相互独立

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考虑到Heckman二阶段模型能有效避免选择性偏差，本文选择

此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分析中，第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设为“是否愿意进行规模经营”，

引入所有参数对全部样本进行Probit估计，进而识别影响因素，具体如下[2,8]：

Probit( )Y = 1 = ϕ( )ωX = ∫ 1
2π

e
-ωX

2 dt （1）

式中：Y=1表示农户愿意进行规模经营；若不愿意，则Y=0，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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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t( )Y = 0 = 1 - Probit( )Y = 1 = 1 - ϕ( )ωX （2）

其次，将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米尔斯比率（ λ）代入到第二阶段方程中，作为工具

变量来修正第二阶段的选择性偏误。

转入农地是实现规模经营的必要条件。因此，模型最后，利用OLS方法对方程进行

估计，确定出第二阶段中影响农户规模经营行为（农地转入面积）的因素，公式如下：

Z =α+ωi Xi + βi λ +μ （3）

式中：Z为规模经营行为（转入面积）； α为常数项； μ为随机扰动项； βi 和ωi 是米尔斯

比率 λ和自变量Xi的系数；Xi为解释变量，包括农户自身特征（如年龄、性别、文化水平

等）、家庭特征（如非农化水平、人口数等）、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如农业保险等）等。

1.2.2 变量选择与赋值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模型要求，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以下变量进行分析

（表1）。

认知本身包含了对事物的描述、评价、预期和意愿等多种形式，这些复杂的意识对

人的行为乃至制度变迁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作用过程，而是一系列交错复杂的关

系；同时，具体如何显化和量化现实世界中的个体认知也是实证分析中的难题[12]。参考

图1 农户农地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机理框架

Fig. 1 The mechanism framework of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of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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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2,15,16]，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农户土地政策认知的综合程度，进而更加有效的

表征农户土地政策认知水平。依据与规模经营较为密切的主要土地政策（包括土地所有

权归属Q1、土地承包经营权Q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Q3、农地流转政策Q4、农地调整政策

Q5、农地确权登记Q6）的农户认知调查（表2），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最后

得到唯一的土地政策农户认知变量，以此来反映农户的政策认知。

运用 SPSS 16.0 进行主成分分析，KMO=0.532，sig=0.000，Bartlett 检验中的 P 值

<0.0001，可知计量模型总体可信。然后，计算得到每个主成分的系数和权重，进而得

表1 变量选择与说明

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规模经营意愿

规模经营行为

解释变量

自身特征

资源禀赋

农户认知

社会保障

区位因素

年龄

性别

户主

教育水平

非农水平

经营面积

经营规模满意度

地块数

农机价值

家庭人口

土地政策认知

新型经营

主体认知

农业保险

养老保险

距最近城镇的距离

虚拟变量1

虚拟变量2

代码

Y

Z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D1

D2

变量含义及计算方式

是=1；否=0

调查数值/亩

调查数值/岁

男=1；女=0

是=1；否=0

大专及以上=4；高中=3；初

中=2；小学=1；文盲=0

非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

占比/%
调查数据/亩

过小=1；适度或过大=0

调查数据/块

调查数据/万元

调查数据/人

由计算得出

很了解=3；比较了解=2；了

解一点=1；不知道=0

是=1；否=0

是=1；否=0

调查数据/km

垦利=1；其他=0

五莲=1；其他=0

最小值

0

0

29

0

0

0

0

0.7

0

1

0

1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1

60

85

1

1

4

97.74

70

1

30

21.68

9

4.19

3

1

1

15

1

1

均值

0.22

2.75

58.30

0.67

0.71

1.42

42.10

9.62

0.28

6.02

0.80

4.13

1.32

1.36

0.60

0.84

4.47

0.27

0.44

方差

0.41

8.18

9.78

0.47

0.45

0.95

29.97

11.94

0.45

5.11

1.90

1.83

0.75

0.77

0.49

0.35

2.90

0.45

0.50

表2 土地政策变量选择与描述

Table 2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land policy variables

代码

Q1

Q2

Q3

Q4

Q5

Q6

变量含义

村集体(或村民小组)=1；其他(国家、个人等)=0

很了解=3；比较了解=2；了解一点=1；不知道=0

有=1；没有=0

很了解=3；比较了解=2；了解一点=1；不知道=0

知道=1；不知道=0

知道=1；不知道=0

最小值

0

0

0

0

0

0

最大值

1

3

1

3

1

1

均值

0.16

0.78

0.57

0.55

0.83

0.68

方差

0.37

0.73

0.50

0.67

0.38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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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户政策认知综合水平的测度模型：

Q = 0.12Q1 + 0.582Q2 + 0.152Q3 + 0.533Q4 + 0.443Q5 + 0.151Q6 （4）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农民人均纯收入基本相同的日照市五莲县、东营市垦

利区和泰安市东平县为样本区域，调查样本涵盖了平原地区农户和山地丘陵地区农户等

不同类型，可更好地刻画资源禀赋差异。2017年6-8月，曲阜师范大学课题组选拔熟悉

农业生产情况和土地政策的研究生、本科生共10人组成1个调查队，依据已设计好的调

查问卷，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开展入户调查。调研村庄按照远近结合、随机选取的方

式确定（图2）。调研共获取381份调查问卷，有效问卷379份，有效率99.48%，覆盖了

日照市五莲县9个乡镇19个村庄、东营市垦利区的5个镇10个村庄、泰安市东平县5个

乡镇11个村庄。问卷内容涵盖了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业生产、农地流转意愿与现状、

规模经营意愿与现状、土地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等，能较全面地反映受访者个体特征及

其生产生活情况。

五莲县是山东省日照市下辖县，下辖9个镇2个乡1个街道，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

2016 年三次产业比例为 10.2∶53.4∶36.4，人均 GDP 为 4.4 万元，粮食播种面积为

54.85 万亩，粮食总产量为 20.13 万 t，人均耕地 1.2 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37元。垦利原是东营市所辖县，2016年撤县设区，下辖5个镇2个街道1个省级开发

区，境内以平原为主，2016年三次产业比例为 4.9∶60.0∶35.1，人均GDP达 17.8万元，

粮食播种面积68万亩，新型农业主体达到915家，人均耕地2.6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5605元。东平县是泰安市下辖县，下辖 14个乡镇，2016年三次产业比例为 11.5∶

46.6∶41.9，人均GDP为 4.9万元，粮食播种面积为 128.36万亩，总产量为 60.5万 t，人

均耕地1.4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57元。

图2 调研地位置

Fig. 2 Location of research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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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样本描述

一般而言，户主是家中的决策者和主导者，其主观意愿影响着整个家庭的经营决

策。由表 3可知，受访农户中有 272户是户主，占总受访农户的 71.77%。同时，农民老

龄化现象在调查中得到了初步验证，被调查的区域很难找到年轻且熟悉农业生产的受访

者，受访农户以50~65岁的农户居多，共有195户，占样本总数的51.45%；其次是65岁

及以上的农户，占比超过了30%。鉴于受访者年龄普遍偏大，其受教育水平也呈现出明

显的负相关，51.19%的受访农户是小学及以下，高中及大专文化水平的农户极少。考虑

到农业生产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本文增加了身体状况的询问用以辅助考察其意愿与行

为的产生情况。总体来看，84.7%的受访农户身体健康，仅极少数受访农户反映身体状况

较差。研究区39.05%的受访农户拥有5块以上的耕地，74.67%的农户拥有3块以上的耕

地，反映出较为普遍的耕地细碎化情况，表明规模经营不仅要关注面积的增加，耕地的

适度集中可能也值得探讨。

2 结果分析

2.1 土地政策认知水平及其地域差异

依据样本区的地形差异，将调研地分为山地丘陵地区（五莲）和平原地区（垦利、

东平），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水平及其地域差异（图3）。

统计结果显示，五莲县（图3a）农户对不同政策的认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仅有个

别政策认识水平较高。总体来看，确权登记、农地调整政策、承包证书以及承包经营权

方面的认知程度高于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地流转政策的认知。其中，农户土地政策认知

程度最高的是确权登记，认知正确的农户比例为90.74%；其次是农地调整政策，而土地

所有权归属的农户认知程度最差，仅有 16.67%的农户回答正确。值得注意的是，有

27.16%的农户表示完全不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49.38%的农户仅听说过土地承包经营

权，而只有 23.45%的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一定的了解。对于农地流转政策，则有

57.41%的农户没听说过，有36.42%的农户仅听说过但了解不多，仅6.17%的农户有一定

的了解。垦利、东平受访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整体水平也较低（图 3b）。对农地调整政

策的认知水平最高，达79.26%，其次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知；仅有16.13%的农户对土

表3 受访农户总体特征描述

Table 3 Description of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d farmers

问题

是否户主

年龄/岁

教育水平

选项

是

否

<30

30~50

50~65

≥65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户数/户

272

107

1

67

195

116

194

144

32

8

比例/%

71.77

28.23

0.26

17.68

51.45

30.61

51.19

37.99

8.44

2.11

问题

性别

身体状况

地块数/块

选项

男

女

健康

一般

较差

<3

3~5

>5

户数/户

257

122

321

47

11

96

135

148

比例/%

67.81

32.19

84.70

12.40

2.90

25.33

35.62

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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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权归属有正确认知，水平是最低的。样本农户中有47.01%的农户完全不知道土地

承包经营权，有44.24%的农户仅听说过，仅有8.75%的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一定的

了解；49.31%的农户完全不知道农地流转政策，44.7%的农户仅听说过但不了解，仅有

5.98%的农户有了解。

对比发现，作为山地丘陵地区的五莲县，农户认知水平总体上较垦利、东平平原地

区高。可能的原因是山地丘陵地区土地细碎化和贫瘠程度高于平原地区，在缺乏非农就

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户更加看重仅有的稀缺农地资源，在目前非农就业机会逐渐增加的情

况下，农户的流转意愿相对较高，从而促进了农户对土地政策的关注与认知。两地农户

在土地所有权归属方面的认知均处于最低水平，回答错误的农户多认为土地归个人所

有，这与早前在山东开展的同类调查结果[2,9]及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17]均类似，可能

的原因就是在土地政策宣传教育不到位的背景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强化了农

民自己的产权认识，而淡化了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认知。只有正确的认知政策，

才能进一步地理解和支持改革。土地产权和农地流转政策的较低认知水平可能对正在开

展的“三权分置”改革带来了较大不利影响。

2.2 估计结果

采用Stata 15.0进行Heckman二阶段模型运算，分析农地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

因素。在自变量的选择上，模型要求第二阶段解释变量的集合是第一阶段的严格子集[18]。

经过多次分析检验后，在全体农户的模型中，第二阶段的规模行为方程减少性别、经营

规模满意度和农机价值三个变量；在五莲样本分析中，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减少户主和

经营规模满意度两个变量；在垦利和东平样本中，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减少农户年龄变

量。三个模型的Wald chi2值分别为 340.86、88.32、216.72，Prob>chi2值均为 0.000，说

明模型总体估计效果较好，而且模型的Mills lambda系数分别为-0.664、0.832、7.758，

分别在10%、5%、10%水平下显著，且均在95%的置信区间内，表明数据的样本选择偏

差确实存在，规模经营意愿和规模经营行为两步结果相互依赖，使用Heckman二阶段模

型是有意义的。估计结果见表4。

2.3 农地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

（1）对于农户整体而言，自身特征和资源禀赋是影响规模经营意愿的重要因素，而

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自身特征中的年龄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影

图3 农户土地政策认知情况

Fig. 3 The farmers' cognition of l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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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且为负向，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年龄越大，规模经营意愿越弱。

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从事农业劳动的体力不足，而且年老农户也往往

面临着照顾孙子孙女的“重任”，从而抑制了规模经营意愿的产生。在资源禀赋方面，当

前经营规模及由此产生的规模满意度评价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当

前经营规模越大或对当前经营规模评价过小的农户均具有更强的规模经营意愿，主要原

因可能是拥有较大经营规模的农户，已经切实获得了规模效益，且随着规模增加可能经

营的边际成本会进一步下降，进而更加愿意开展规模经营。

（2）从分地区的模型结果来看，山区与平原农户的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表现出一

定的差异。山区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主要受到资源禀赋的影响，而平原农户的影响因素

中，农户特征和资源禀赋均较为重要。

非农化水平和经营满意度对山区、平原农户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尽管非农化水平的

影响力度并不大，但对不同地区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山区农户规

模经营意愿随非农化水平升高而增强，而平原地区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山区农户非农收

入偏低，土地流转价格低且有规模经营成功案例，从而使农户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加强；

而在平原地区，农户非农打工收入和农地流转成本都较高，相比而言农户的规模经营愿

意减弱。农户对当前经营规模满意度对山地和平原地区农户的影响最大、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地区，当农户感觉自家耕地面积

过小时，均会希望适度扩大经营面积实现规模效益。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经营面积仅对

表4 农户规模经营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scale management

变量名称

自身特征

资源禀赋

农户认知

社会保障

区位因素

年龄

性别

户主

教育水平

非农化水平

当前经营面积

经营规模满意度

地块数

农机价值

人口数

土地政策认知

新型经营主体的

了解程度

农业保险

养老保险

距城镇的距离

虚拟变量1

虚拟变量2

全部农户

意愿

-0.023**

0.314

-0.007

-0.074

0.001

0.028***

1.530***

-0.036

0.080

-0.016

0.063

-0.083

0.204

-0.061

-0.041

-0.110

-0.214

行为

0.185**

—

-2.489

-0.355

0.008

0.701***

—

-0.289

—

-0.915**

-0.837

1.733*

-3.428**

3.083

0.638***

-2.686

-0.514

山区（五莲）

意愿

-0.024

0.863

-0.757

-0.082

0.042***

-0.022

1.354***

-0.011

-0.471

-0.237

0.448

-0.037

0.226

0.530

-0.108

—

—

行为

-0.033

2.045***

—

-1.188***

0.093***

0.641***

—

-0.012

-0.706

0.032

-1.559**

-2.177***

1.853**

2.501***

-0.701***

—

—

平原（垦利、东平）

意愿

-0.033**

0.499

-0.088

-0.115

-0.016***

0.023*

2.274***

-0.033

0.090

0.088

-0.034

-0.270

0.104

-0.579

0.016

-0.725**

—

行为

—

1.421

-3.070

-2.409**

-0.037

0.807***

12.598*

-0.509*

0.393

-0.910

-1.935

0.534

-5.131**

2.461

0.780**

-6.553**

—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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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农户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说明在平原地区若是农户当前经营面积较大，则愿意

进一步开展规模经营；而山区农户该因素不够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目前山区的经营面积普

遍偏小、细碎化更加严重，进而带来了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规模经营意愿。

对于平原农户而言，年龄和地区虚拟变量1也表现出负向显著影响，且均通过了5%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该地区农户年龄越大规模经营意愿越弱。垦利农户农地规模经营

意愿弱于东平，主要是随农户年龄的增大，从事农业生产愈发的力不从心；还有可能是

垦利耕地盐碱化程度相对东平较高、土地收益较差，从而导致该结果。

2.4 农地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因素

（1）全体农户模型结果显示，自身特征、资源禀赋、政策认知、社会保障及区位因

素等均对规模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

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家庭人口数、当前经营面积、距城镇的

距离和年龄等因素也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力度相对较小。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因素中，

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力度最大，其次是当前经营面积、距城镇的距离。这表明当农户

对新型经营主体等国家最新政策熟悉之后，同时基于自家现有的经营面积认知，为了进

一步获得较大规模效益，更可能选择转入农地扩大规模。考虑到农地流转价格普遍会随

着距城镇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可为规模经营提供有利条件，则更能促进规模经营的形

成。在显著负向的影响因素中，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及家庭人口数等影响力度相对较大。

这说明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和家庭人口越多的农户发生规模经营行为的概率越低，可能

的原因就是人口数多的家庭，务农的多为年龄较大的父母，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体制有

待完善，这就使农户对规模经营有后顾之忧，从而阻碍了规模经营行为的发生。

（2）从不同地区来看，仅有农户受教育水平、当前经营面积两个因素对两类地区的

规模经营行为影响方向相同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因素则表现出了较大差异。

例如，表征农地细碎化的地块数对两类地区的影响均为负，与预期一致，但对山区农户

的影响并不显著；距离城镇的距离尽管对两类地区农户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对山区农

户而言，距离城镇越远则规模经营的机率越大，而平原农户则是距离城镇越近规模经营

的机率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面对地形起伏、地块细碎和交通条件相对较差的现

实困境，山区农户开展规模经营的决策机制与平原农户存在较大差异。

农户受教育水平、当前经营面积两个因素对两类地区均产生了显著的同向影响。农

户受教育水平越高，规模经营发生的可能性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越多的农户对务

农的倾向性越差，从而使规模经营行为难以发生；当前耕地经营面积对两地规模经营行

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当前经营面积越大的农户，家

庭收入往往以农业收入为主，且已体验到规模效益，进而促使继续扩大经营规模。

对山区五莲农户而言，政策认知因素对经营规模行为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

的原因是在当前认知水平下，农户对土地政策及新型经营主体的认知程度较低且存在错

误认知，从而导致该结果的产生，与预期相反。从影响力度来看，对新型经营主体的认

知比土地政策认知的影响更大，说明与规模经营关系更加密切的新型经营主体等农业政

策可能比产权归属、调整等对规模经营的影响更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性别因素对山

区农户的规模经营行为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山区的男性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转

入农地进行规模经营以获取经济收入。非农化水平尽管影响力度不大，但呈现出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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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而社会保障因素对山区农户的影响与预期一致，即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农村养

老保险的农户更加倾向于转入农地进行规模经营。随着山区农户非农化收入的提高、新

农村养老保险的参加会促进规模经营，可能是因为农户获得非农收入的同时认识到规模

经营的客观收益，并通过参加新农村养老保险解决养老的后顾之忧后，会返乡转入价格

较为低廉的耕地进行规模经营，以获取更高的规模效益。

对平原地区农户来说，经营规模满意度、虚拟变量1和农业保险因素产生的影响较

大且显著。这说明认为当前规模较小的农户更易扩大经营面积，主要是由于农户认识到

当前经营规模难以满足自身需求，从而倾向于继续转入农地扩大规模。垦利地处黄河三

角洲，户均耕地规模较东平县高，在目前多数兼业的形势下许多农户已达到经营规模适

度值，进而导致东平的规模经营行为（转入农地以实现规模经营）发生概率要高于垦

利。值得提出的是，表征农地细碎化的指标地块数对平原地区农户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

向影响，尽管影响力度不如其他因素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细碎化带来的机械化

成本增加、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增加等会发挥作用。

2.5 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差异

与理论预期一致，调查发现农户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

致的情形。由表 5可知，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一致的农户共 274户，占 72.30%；有规模

经营意愿而因各种情况没有付诸行动的占12.40%，而无规模经营意愿却实际转入了农地

的占比却高达 15.30%。根据访谈记录可以发现，农户意愿与行为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

有：没有合适的农地流转信息、转入价格与心理预期不符、农业劳动力不足、担心流转

周期短投资收不回。这些现象也反映

出规模经营意愿和行为既相互影响，

又相互独立。对于农户而言，规模经

营的最初动力可能来自经济、政策或

环境中的某一因素，但最终的行为实

践往往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

制差异来看，无论是全体农户模型、

还是分区域模型，结果均表明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影响方向和力度上均存

在较多不同。诸多因素中，仅有少量因素的影响方向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力度上还

是存在差异。例如，当前经营面积对全体农户的意愿与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影响力度的差异较大；当前经营面积、经营规模满意度对平原农户的意愿与行为均产

生同向影响，但对行为的影响力度明显更大。值得提出的是，农户的政策认知因素对规

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差异均较大，且相对而言不如资源禀赋和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

程度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尽管农户认知在农户行为决策过程中能够发生作用，

但现实中更多的还是受到诸多外部环境因素和农户个人特征的基础性作用，并且可能存

在一定的偶然因素。

农地流转是手段，实现一定比例的适度规模经营才是目的[19]。从调研情况来看，促

使农户意愿与行为的一致需要从完善农地流转条件、消除流转限制因素两个方面入手进

行调控。其中，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水平、以此弱化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可为土地

表5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调查结果

Table 5 The survey results of farmers' scale management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愿意规模经营

不愿意规模经营

有转入行动

户数/户

43

58

占比/%

11.35

15.30

无转入行动

户数/户

47

231

占比/%

12.40

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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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市场创造条件[20]。而基层政府加强公共服务水平、降低流转交易成本、进一步提高

地权稳定程度等也能进一步助推农户意愿转化为具体行为。

3 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

了理论分析，并以山东省五莲、东平、垦利等三县（区）的 379 份农户调查数据为依

托，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及比较分析法等进行了实证。得出以下主

要结论：（1）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相比而言对土地调整政策认

知较好，对土地所有权归属的认知水平较差；垦利、东平等平原区受访农户政策认知水

平总体低于五莲山地丘陵区。（2）对于受访农户整体而言，自身特征、资源禀赋均会对

规模经营意愿带来一定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自身特

征、资源禀赋、政策认知、社会保障及区位因素等均对规模经营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

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

知程度，家庭人口数、当前经营面积、距城镇的距离、年龄等因素也均有显著影响，但

影响力度相对较小。（3）对比来看，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

表现出了一定差异。山区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主要受到资源禀赋的影响，而平原农户的

影响因素中，农户特征和资源禀赋均较为重要；仅有农户受教育水平、当前经营面积两

个因素对两类地区的规模经营行为影响方向相同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因素则表

现出较大差异。（4）约3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影响农

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各类因素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是单一路径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

联动交互关系。结合上述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与建议：（1）应深入了解农民的

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并结合当地农户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兼业情况等个体特征，

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相关政策文件，提高农户认知水平和规模经营意愿并带

来行为上的响应，进而有效发挥政策的激励调控作用。（2）深入一线开展民意调查和民

情访谈，充分了解影响农民意愿的主要因素和流转障碍，因地制宜构建农地流转信息平

台和交易监管平台，为具有流转意愿的农户提供广泛的交易信息和专业指导，从而拓宽

交易渠道、传递交易信息、降低交易成本、规避交易风险，进而引导流转平稳、安全的

实现。（3）鉴于农户个体特征、认知水平、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受制于劳动力

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信息获取受限等结构性障碍，仍有较大比例的农户尚无规模经营

意愿。因此，应以“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21]为目标，在加强引导农地流转的同时，

同步加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营造支持性环境，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

规模化。（4）应针对不同类型地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出台差异化的调控措施，依据各

地规模经营条件与限制因素，制定具有适应性的鼓励政策，进而破解障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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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the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of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LYU Xiao1,2,3, ZANG Tao2,3, ZHANG Quan-jin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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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and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Heckman two- stage mode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were adopted using 379 farmer survey questionnaires from three counties (districts) of

Wulian, Dongping, and Kenli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mechanism and difference of farmers' scale management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and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ate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egree of cognition of land policy by farmers

interviewed is generally low in the case study areas, and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cognition. (2)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location factors al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scale management willingness, while the

influences of policy cogni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are not significant.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 endowment, policy cogni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location factors all

have influence on scale management behavior. Among them, the factors that have greater

effects and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are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the

cognition degree of new business entities. (3) Some 27.70% of the farmers interviewed have

inconsistency between scale management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cale management influencing mechanism between mountain and plain

farmers,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4) It is necessary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farmers' policy

cognition,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n a targeted way, build information platform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for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build an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for small farmers to realize the dual scale of

"land + service".

Keywords: farmland transfer; scale management; willingness; behavior;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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